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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对饮用水的认知与利用
———以清前期统一西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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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饮用水的勘探与饮水供应,既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也反映人类军事活动与自

然环境的相互关系。 在清前期清军统一西北的过程中,饮水供应条件较为苛刻。 西北地区水资源相当

缺乏,而且分布不均,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清军的作战行动。 为此,清军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水源的

勘探,以确保军需饮水供应。 清军主要通过河流、湖泊和地下水等获取饮水,为保障饮水需求,清军采用

汲取地表径流、掘井、利用台站蓄水与携带饮用水等多种手段。 自康熙至乾隆朝,清军深入西北戈壁荒

漠,对饮水的利用和认知亦随实战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升。 清朝统治者因地制宜,开创了行军扎营与水

源之间的协调局面,缓解了士兵因饮水不足产生的矛盾,有效保障了清军西北作战的饮水供应,为统一

西北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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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中,饮水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早在北宋兵书«武经总要»中,即
记录了水源勘探方法与取水手段,强调保障军队用水的重要性。 至清代,兵书种类增多,有关水源

的记载更为完备。 清代兵书«武备志略»指出:在行军途中,须令探马“遇水举青旗以告众”,①以确

保将领及时了解水源分布情况。 若附近无水,则可追寻牲畜、野兽的足迹,“视沙碛中有野马、黄牛

路踪,寻当有水”,②追随骆驼足迹,亦可寻得水源。 兵书«治平胜算全书»中对行军饮水有进一步要

求。 为保证用水安全,要求将帅对已确认无毒的水源,须时刻“差人监守”,③以防牲畜污染或敌人

投毒;对于收复之地要“勿饮其泉”,④以防敌方投毒水中。 该书总结了前人寻水、取水之法,并加以

完善,如军队行走在峻山中,可用竹子去节,竹“雌雄相合,油灰黄蜡固缝”,⑤制成竹筒,插入水中 ５
尺,于竹末尾烧松、桦木,使火气自竹内贯通,采用负压吸水原理将水吸出。

在古代,军事家们没有及早认识到行军作战时探寻水源的重要性,如«武备志略»中即将“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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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置于行军事项之末。 加之,目前学界对清前期西北战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战略、战术、军
需、战后影响等方面,①尚未关注清军统一西北战争中的饮水供应。 为此,本文以«清代新疆满文档

案汉译汇编»、雍正乾隆朝奏折以及随军人员日记等资料为主,结合清代兵书、方志等,探讨清前期

统一西北战争中清军对饮用水的勘探、利用以及清军对饮用水认知的发展,并考察清军勘探、利用

水源对战后新疆等地发展的影响。 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清军获取饮水的途径

自康熙至乾隆朝,清政府与准噶尔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清政府屡次派军西征准部。 因西北

多荒漠戈壁,水源稀少,故对出征西北的清军而言,解决饮用水问题尤为迫切。 清军采取河湖饮水、
勘凿水井与携带水袋、水车等多种措施,保障军队饮水供应。 为提升饮水补给能力,清军还发明新

型解渴手段,提高了长途行军的作战能力。
(一)河湖水源补充

利用河流、湖泊为军队提供饮水,对清军而言是快速有效的方法,故每至一处扎营,河湖沿岸是

首选之地。 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噶尔丹进攻漠北地区,战况危急,康熙帝率军亲征,命清军分两

路进发。 主将福全率主力于七月六日自北京出发,出古北口,沿伊逊河进入哨鹿围场,再经克勒进

至巴林。 七月中旬,噶尔丹沿贺尔洪河而下,欲前往达尔脑儿,福全率军“沿拜察河径由正蓝旗游

牧之地往御之”,②阻击噶尔丹。 二十三日,福全部与马思哈部会师,并于吐力埂河处扎营,北距乌

兰布通仅 ４０ 余里。 另一部主力由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后北进,与吐力埂河的福全部会合。 同时,康
熙帝下令盛京将军与吉林将军各率部前往,西出西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士兵集结,协同清军

主力作战。 从清军行军路线不难看出,军队多涉河流,实为确保饮水供应充足,此后康熙帝两次亲

征噶尔丹亦多如此。
在行军途中,康熙帝十分重视军队的饮水问题,“未驻营时,必先令人详审水草”,③如遇敌军,

“必视有水草处驻扎,以俟后队军至”。④ 清军行进途中,饮用水需求量巨大,是影响清军扎营的关

键,因供水不足而移营的现象时常发生。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清军试图困毙噶尔丹,曾“惟就水

草移营”。⑤ 次年二月,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准噶尔,清军自宁夏出发,他要求行军沿途“凡有可用兵

之地,必详审行道水草”,⑥以减少饮水不足的困扰。
康熙帝三征噶尔丹,部分随行人员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军队的饮水情况。 例如,康熙二十九年四

月,侍卫马思哈领兵随福全征讨噶尔丹,出张家口,进入大漠。 军队自古北口行 １６０ 里,至“查汗那

罗湖下营”,⑦以便就近补充饮用水。 三十六年,殷化行领兵自宁夏出塞,抵达两狼山,士兵饥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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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水泉,“亟令人持水还救诸暍者,所活甚众”。① 不过,清军途经沙漠戈壁时,受风沙影响较大,
水并不洁净,故军队供水较为困难。 江南人宋大业曾随军押运粮草,于二月离京,四月二十八日行

经戈壁,炊爨时,“汲浊水,烧马粪,茶饭俱有秽气”,河水污染甚重,“烧茶饮未竟,而杯内沙澄寸

许”,甚至“斥卤不可饮”。② 戈壁地区水源稀少,加之士兵长途奔袭,饮水需求大增,渴死者常有之,
“道旁相接而毙者七八人,求勺水不可得”。③ 同行的督粮官余寀在日记中记载:古北口附近,“涧水

分流”“岭北河水深没马腹”,④饮水充足,与戈壁之水截然不同。 内地、戈壁的河流水质差异明显,
这导致清军在沙漠戈壁出现非必要减员,不利于军心稳定与持续作战。

噶尔丹败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仍与清廷为敌。 康熙五十四年四月,清政府议定进军路线

时,即已商定部分兵丁前往河流处驻扎,“由噶斯路进兵一万,赴伊犁河源”,⑤水源成为清军行进的

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雍正时期,清政府仍沿用沿河行军以补给饮用水的策略。 雍正九年(１７３１)五月,清廷发兵征

讨噶尔丹策零,其中一支巴尔虎兵丁与 １００ 名骁勇兵前往巴里坤军营,途经“古尔班赛罕路,则近

便且水草丰美,著即由此路前往”。⑥ 七月,清军行至昌玛尔河,为占据水源地,清军于河口处“酌情

远设巡哨,登高瞭望”,⑦这样既可确保水源安全,又能防范敌军突然袭击。 清军也十分关注季节变

化对河流水位的影响。 雍正十年九月,建勋将军达尔济派兵追击噶尔丹策零,气候渐寒,河流干涸。
为此,达尔济请求将军队移至蒙古勒陀罗海地区过冬,该地“水草丰美,产有柴草,于兵丁有益”,⑧

为官兵持续作战提供了保障。
乾隆初,清、准双方议和,然清廷并未放松警惕。 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陕甘总督尹继善得知准

部新台吉就任,上疏请求加强防范,并认为“口外路径宜先勘明水草”,⑨加强勘探西北水源分布,以
便清军行进。 次年,准部阿睦尔撒纳归附清朝,乾隆帝认为征讨准噶尔时机已到,下令分西、北两路

远征伊犁。 西路军自直隶出发,途经河南、陕西,自陕西又分南北两路,缓解沿途饮水不足的压力。
清军抵达甘肃后,自嘉峪关前赴哈密。 北路军主力由京城出发,经宣化至张家口,直抵乌里雅苏台。
另有一路兵马自黑龙江出发,经边外克鲁伦前往会合。 两路军队沿河流行进,并沿途招募向导,以
精确定位水源与草场,从而减少因饮水短缺造成人员损失。

清军抵达目的地后,驻扎于水草丰美之处。 乾隆十九年,正白察哈尔旗总管五十六率领察哈尔

官兵先抵蒙古推河,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向哈密进发。 察哈尔兵一路沿河而行,十一月二十一日行抵

哈密,总督永常指定于哈密城南 ７０ 里“名南湖水草肥美之地”�I0扎营,确保军队休息与补给充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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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战斗力。
由上可知,在清前期统一西北战争期间,清军的行军部署与河湖等水源关系密切,军队部署受

到河流影响,士兵的扎营地点紧邻河湖。 随着清军深入戈壁沙漠地区,水源稀少便成为阻碍清军行

军作战的一大难题。 因此,采取多元化的饮水补给方式刻不容缓。
(二)掘井汲水

在战争中,清军常用掘井取水的方式确保饮用水补充。 此法既无需长途寻找水源,又能避免敌

军投毒的风险。 掘井可分为战前掘井与战时挖掘两种形式。 战前掘井体现了清军统帅对战局的周

密谋划。 康熙帝对此极为重视,时常要求军队应预先于“行程无水之处掘井”。① 康熙三十五年,康
熙帝二征噶尔丹时,特令将帅先行勘探饮用水,并告知水井数量。 二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收到前

方探路回报,言郭多里巴尔哈孙一路有台站 １３ 处,噶尔拜察罕库腾一路有台站 １７ 处,每站皆有“井
十余处,俱令浚凿,非深掘不能得水”,康熙帝随即下令“遣人前往掘井,大兵仍照常进发”。② 据霍

尚奏报,此次巡视的凿井数额,哈必尔罕 ７１ 口,和尔和 ７１ 口,格德尔库 ５６ 口,塔尔奇喇 ４５ 口,科图

４２ 口,博木巴图花托罗海 ３１ 口,博木巴图哈卜赤儿口 ２０ 口,自博木巴图哈卜赤儿口以外,两地之

间,凿井 １５ 口,以上共计 ３５１ 口,③数量颇多,为清军行进提供充足的用水保障。 五月,清军赢得昭

莫多决战后,康熙帝在对蒙古诸王的犒赏中提及蒙古诸王“于引路、探信、牧马、掘井诸事,甚为效

力,诚属可嘉”,④足见其对掘井一事颇为重视,任命高级将领与诸王直接负责。 三十六年,康熙帝

第三次亲征,拥有前两次的掘井经验,他直接下令学士黄茂与榆林总兵官施世骠于“安边等九处,
视乡〔向〕导筏保等所指下营之地,每处增凿井五口”。⑤ 表明随着长期征战,清军的寻水、取水经验

日臻丰富,凿井数量不断增加。
战时掘井亦是常见的取水手段。 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就曾“周览井泉,亲视

疏凿”。⑥ 清军驻屯柴达木地区,缺水严重,康熙帝甚至“躬自凿井”。⑦ 康熙帝熟谙掘水地点,清军

驻扎于巴彦乌兰时,“但皇帝所指有水之地,群往掘取,掘未毕辄水泉涌出,咸足给用”。⑧ 随着掘井

经验的不断积累,士兵掘井速度越来越快,“营中军士凿井甚易,一人可凿二三十处”,⑨在挖凿沙土

时尤为高效。 此外,清军规定,所挖井泉禁止污染,且“饮马之泉必须另为开挖”,�I0这促使官兵在挖

井时保持高效,以确保供水充足。
清军并不弃置所掘水井,而是频繁使用,并派人看护。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清军取得二征噶尔

丹的胜利,因回程仍需途经掘井处,故要求“沿途所凿之井,仍交与霍尚,令所属旗下蒙古修理、看
守”。 康熙帝谕示:“沿途之井,交付掘井章京,令一体用心修理、看守,仍选择何井水佳,以备汲

用。”�I1这样做不仅便于军队往返,亦为此后数征准噶尔提供宝贵的供水条件。
至乾隆朝,清军频繁穿越戈壁、沙漠,对挖井取水提出新要求。 甘肃至哈密沿途河流水源匮乏,

挖井成为清军重要的饮水来源。 乾隆十六年清军对准作战前,陕甘总督黄廷桂即详查辖境“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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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泉是否足用”,①并上奏皇帝,认为城内水井久经开挖,足以供应军队。 乾隆十九年,清军分西、北
两路进发西北,其中一路自嘉峪关前往哈密。 沿途水草短缺,康雍两朝均曾派兵提前掘井。 甘肃巡

抚鄂昌奏报乾隆帝,并派兵丁“预为开挖井眼”。② 至八月,陕甘总督永常报称:自嘉峪关至哈密,
“所有沿途道路,并挑挖井泉”。③ 安西提督豆斌亦于行军沿途“挑挖井泉,以资军用”,④从而有效

地满足了清军饮水需求,避免了因饮水不足而导致的减员现象。 准噶尔使者偶尔自此过境,永常恐

筹办挖井事宜被发觉,“只能秘密雇定民夫,候使者一过,立即凿井割草”,⑤确保了军事行动的正常

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挖井活动降低了清军的行军效率。 清军深入戈壁,水泉缺乏十分常

见,“若遇戈壁水泉缺少之处,挖井应用,不过偶一为之”,⑥且附近有台站供应,本不需大量井泉。
然“如皆预先周章费事,于军行迅速之道,反为不妥”,⑦清军跟随预挖井泉的路线行进,容易延误行

程。 而且,仅靠水井供水,显然难以满足清军对饮水的需求,如乾隆十九年七月,察哈尔正白旗总管

五十六率 １ ０００ 官兵,自西苏尼特所属柏兴图地方前往推河,途中“人众牲畜多,直到口外喀尔喀游

牧,仅靠井水而行,得不到许多人畜饮水”,⑧故分两队,分段前行,最终抵达目的地。 鉴于此,清军

逐渐减少不必要的挖井活动,以免贻误战机。
综上所述,掘井供水是清军重要的饮用水补给方式之一,自康熙年间开始,清廷一直注重井水

补给的作用,并大力挖凿井泉。 但在乾隆年间,依靠凿井供水的方式,在某些地方也出现了一定的

问题,如挖井过多、影响行军路线的选择等。
(三)携载饮水、果单

除上述两种就地取水之法外,清军还会随身携带一定量的饮用水,以便长途奔袭与应对突发情

况。 首先,士兵随身配备水袋,据«治平胜算全书»,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⑨或用

油布,或以竹筒制成。 每名士兵可携水 ３ 升,行军途中可随时饮用,十分方便,缺点是储量小,要及

时补充。
其次,利用牲畜驮水。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清军第三次征讨噶尔丹期间,行军至李家沟时,“有

一小泉一井,已注水三百缸为备水”,这些水缸由“马驼之”,�I0以供兵马饮用,这 ３００ 口缸成为清军

行进途中的重要储水工具。 当军队抵达喀喇脑尔,将水缸注满后,又“自此驮水行七十里”。�I1 随

后,清军分别经过呼马溪布喇克、伊巴赖敖兰呼都克、昆都伦、特古思布喇克、拖赖布喇克、呼布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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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克等地,皆依靠牲畜驮水。 清军也通过察罕河等河流补充饮用水,最终抵达府谷县驻扎。① 乾隆

时,因戈壁红柳硖井水盐碱成分较高,“难供汲饮”,清军遂从 ４０ 里外的四道湖中采集湖水,“用骡

拉运,一日可以往还”,②利用牲畜驮水,有效减轻了军事供水压力。
水袋、水缸容易损坏,随军运水、携水的艰难促使清军亟需一种便于携带、解渴的新手段。 康熙

三十五年后,殷化行两度随军出塞,其间多次“悉力多办糗糒、干腊、解渴诸药味”。③ 干腊又指干

梅,是兵丁携带的一种用于解渴的果物,食之口生津液,可短暂解决口渴问题。 乾隆十九年,甘肃巡

抚鄂昌将果单用于士兵解渴。 果单即果干,据«本草纲目»记载,其“实皆似林檎而大,西土最多,可
栽可压”,这种果似苹果却更小,人们“以赤柰、楸子取汁涂器中,暴干名果单是矣”,④服用一片,即
可生津止渴。 此法并非鄂昌首创,他奏折中提到:“查从前军需案内,有办给果单之一条”,⑤可知此

前已使用过果单。 鄂昌下令甘州府制备 ２００ 斤,后又“预先办就三百斤,于冬初解送进京,转交北

路军营”,⑥这些果单分送 ２００ 斤至西路军,３００ 斤至北路军,⑦成为清军重要的解渴手段,尤其在饮

水匮乏时,其重要性更是凸显无疑。
(四)利用台站蓄水

台站是清政府于边远地区设置的一种类似驿站的机构,功能丰富,军事上可用于防守与调度,
亦称“军台”。 在平准战争期间,因清军多以西、北两路用兵,台站亦遵照两条路线设立,“一达张家

口,接阿尔泰军台,以达北路文报;一沿边城逾山西、陕西、甘肃,出嘉峪关以达新疆”。⑧ 台站的数

量,也随战争规模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一征噶尔丹,由于首次深入戈壁,台站

的预设并不完善。 据马思哈所记,兵出张家口,度戈壁进入喀尔喀,朝廷未能于沿线广设台站,清军

饮用水供应困难,“是地草不盈寸,无尺水,人皆掘泉而饮” “所掘泉水,皆作尸肉气味”,⑨饮之呕

吐,导致行军困难。 康熙三十一年,朝廷下令设置内蒙古五路驿站,其中包括张家口至四子部落的

５ 处台站。 此时台站已具备贮水功能。 三十五年,宋大业押运粮草往军营,在途经第 １５ 处台站时,
从“十五台取水”。�I0 三十六年,清军总结过去安设台站的经验,并对外蒙古西部地区的沿途台站加

以调整。 如于成龙在两狼山附近掘得井泉,“能饮人马数千。 于是避戈壁之涸,就此地之善,即报

请移台于此”,�I1可见水源是台站选址的重要依据之一,这在文献记载中多有体现。 例如,雍正二年

六月,总管阿尔泰路军台者宗查布经勘查后认为,阿尔泰路军台共计 ４７ 处,除 １２ 站不动,其余 ３５
处因“水草不佳,道路迂远,请移在张家口外一路安设”。�I2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参赞大臣达勒当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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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兵进剿阿睦尔撒纳时,请求“沿着进军路线,按其地方形势及水草情况”设站,①台站逐水草而设,
已成为基本准则。

从台站补给饮水,对于过往军队至关重要,因此除依河湖而建外,台站蓄水亦采取人为补充方

式。 乾隆二十一年,陕甘总督黄廷桂上奏朝廷,提出军队行走陕甘大道颇费时日,建议缩减台站为

２６ 处,可行经安定、会宁二县,并“饬发居民买备牛驴,多置水桶,先期驮水赴站”,②以补充台站饮

水储备。 同时,为保证马匹供水充足,黄廷桂下令:“每站各制木槽四具,早晚随时满汲”。③ 此外,
官府还鼓励民间商贩进入台站,借此补充饮用水。 乾隆十九年,署理甘肃布政使史奕昂为筹办清军

沿途饭食事宜,于 ２０ 余处台站和 ５０ 余处住宿点附近“广招铺户人等,开设饭馆,一切荤素食物悉为

多备”,④包括供应茶水。 陕西巡抚陈宏谋则请求增设台站,并下令于兵丁住宿处招募商贾。 他所

设置的台站布局更为合理,“查陕西境内计程九百五十五里”“安设正站九台,腰站二十台”,⑤每站

相隔不足百里,士兵一日之内即可走完一站,如此足敷清军每日饮水补给之需。 可以说,清廷利用

台站储水,是对宋朝水寨的继承发展。 宋时,边地城池外一般设有水寨,如永乐城之战中,城旁有水

寨,“为井十四,筑垒营之”,⑥以保障主体要塞供水。 而清朝台站相较于功能单一的水寨,拥有更加

多样的军事用途,并充分利用台站蓄水,无疑继承发展了水寨的功用。
(五)其他饮用水补给方式

除上述四种较为重要的饮用水供应方式,清军还会采取饮雨雪水、吃冰雹等方式补水。 在长途

行军中,这种补水手段并不占主要地位,却可在关键时刻解渴,不失为一种救命方法。 此外,沿途百

姓赠予饮水,亦可解燃眉之急。
其一,饮用雨水、雪水。 清军在无河湖补给、难以挖井之地行军作战时,可饮用雨水或积雪。 康

熙三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宋大业途经元大都废址,行 ５０ 里下营,附近无水,“有洼中积雨,色黄微

臭,烧马粪,强供茶饭”,⑦这是无水时的权宜之计。 五月,康熙帝驻跸他尔浑柴达木,水泉稀缺。 康

熙帝亲自挖井,后“大雨倾注,水遂足用”,⑧解清军缺水之困。 雪水还可喂马。 雍正七年二月,张家

口外军营有积雪,当地人言:“此雪适足牲畜食用,甚有裨益”。⑨ 不过,马匹食用雪后,“不可即饮

水”,�I0否则容易腹泻,甚至死亡。 雍正十二年七月,定边大将军福彭途经戈壁,大雪积存,奏言:“今
沿戈壁路饮雪前往,近且水草丰美,于马畜有益,不至于折损”。�I1 士兵长途行军,被迫就近饮雪,当
属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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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利用民间力量为军队供水。 清军每至一地,或途经城镇时,常有民众主动前来赠送或售

卖饮用水。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清军抵达浑津村,当地饮水、食物充足,康熙帝遂赏赐军队,使兵

丁“饲以饭饵肉食,饮以茶酒”,①以振军心。 雍正十年八月,清军抵归化城,兵丁“纵其贪饕饮食,肆
意靡费”。② 类似的事件发生于乾隆二十年,满洲官兵抵达西安府,“兵丁跟役,仍俱令坐车”“因卸

很久,不肖跟役等借口去外边,买东西吃、饮水者皆有之”。③ 从中可知,兵卒亦会通过购买的方式

获取饮水。 而阿睦尔撒纳投奔清朝后,曾率军行至伊犁,当地百姓“牵羊携酒,叩迎马前”,④将酒水

赠予官兵。 另一方面,民众种植的葡萄和野生桑葚,也均可作为士兵补水果品。
此外,营中亦备有汤药供士兵饮用。 康熙三十五年七月,暑天炎热,康熙帝下令军中常备香薷

汤、梅汤,“官兵仆从人得饫饮,竟不伤暑”,⑤此汤既解渴,又可预防中暑,是清军暑季行军之必备。

二、清军对饮水供应认知的发展

长期作战状态下,清军逐渐克服了初期准备不足的困境,并掌握了多种饮水补给手段。 在探

寻、利用和保护饮用水等方面,在继承前人经验以及供水实践的基础上,清军积累了丰富的供水经

验和认知,在寻找饮用水时更加主动、高效。
(一)饮水探寻认知的深入

总体说来,从宋至清,关于行军作战中的饮水供应问题,人们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河湖为清军主要饮水来源之一,其相关认知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首先,在找寻河湖水源

方面,清军倾向于选择径流量大、水量丰富的河流,以确保水源的充足和可靠,这是行军布阵与克敌

制胜的重要依靠。 宋初,“积石岭,在旱海中,去灵、环皆三四百里,素无水泉”,⑥宋军被迫长途奔波

找水;而在乾隆时期,清军明确要求确保每百里内有充足河湖水源供应。 相对于宋人而言,清人这

种认知无疑是一大进步。
在找寻水源的人员构成方面,起初主要由军中探马负责。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军屯

驻察汉布喇克地方,并派“前哨在山顶觅水”。⑦ 探马数量有限,有时无法及时寻得水源,侍卫也会

协助寻水。 五月,军队行至阿思哈图山,本应前往克鲁伦河扎营,然士兵“已行五十余里,今又行四

十余里”,并无饮用水供应,难以行进,侍卫伍什遂率向导寻水,至一平山处,“见一泉下流六七里,
水甘而甚大”,足敷一夜之用,解决了清军供水问题。⑧ 寻水人员构成的日益多元,提高了清军寻得

水源的可能性。
其次,随着战争的深入,向导在寻找饮水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 清军依靠向导寻找水源之事屡

见不鲜,这促使清政府更加重视行军向导的重要性。 雍正九年七月,侍卫阿成阿率 ２ ０００ 兵丁自归

化城启程,途经公吹扎木苏地区时,因雨水稀少,不见水草,军队难行,故雇佣向导寻水,后随“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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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黄河而行”。① 在向导的引导下,军队不仅找到了充足的饮用水,还保证了行军顺利进行。 为保

障供水充足,清军会任命士兵为向导。 雍正十二年四月,副都统占岱奉旨前往西路军营运送 ９ ０００
匹马。 大队人马行至榆林、宁夏等地,一路寻觅水草丰美之处以牧养马匹,缓慢前行至塔尔纳沁,并
最终于七月初解至。 其间占岱不但下令队伍中“塔尔纳沁熟悉之人”四处寻觅河湖,且广泛听取向

导意见,额驸阿宝属下蒙古人告知“凉州那边下口内西喇塔拉大草滩等地,昔为牧马地方,水草丰

美”,在综合考虑后,占岱决定自凉州过境,成功获得水草补给,减少马匹的倒毙数量,并按时抵达

西路军营。② 此次运送马匹,占岱采用营中蒙古人为向导,其大多为当地人,熟悉水源位置,确保了

军队及时得到饮用水供应。 这一过程,体现了清军在寻找河湖水源方面的认知变化。 他们从最初

的依靠探马、前哨找寻水源,逐渐发展为增加寻水人员数量,并大量雇佣熟悉当地的向导。 这一转

变反映了清军对饮用水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并为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再次,清军还通过疏浚河道的方式获取饮水。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三征噶尔丹,行至李

家沟,见仅有一井,尚不足人马饮用,旁有一水,自三岔堡流来,流经此地断流。 康熙帝立即派人前

往疏通,不久后,“河水洋溢,流至营外,深三四尺,人骑汲饮有余,向贮之水,皆不用”,③河道疏通

后,清军获得大量饮水补充。 疏通河道并非易事,如工程量巨大,不仅延误军队行程,甚至可能贻误

战机。 而康熙帝之所以下令开凿,与其熟谙寻水之法密切相关。 亲征噶尔丹,使康熙帝获知了行军

地区的水源特性。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在给太子的回信中,康熙帝提及蒙古有水称“布里杜”者,是
一种草丛间积流的潦水,水质较差;水流名曰“窥布尔”,以手探之,泉水即出,便于饮用。④ 一旦有

水流出,康熙帝会详查水源流向与可供军队数量,若条件充足,便可开凿挖取补水。 他深知,相较其

他饮用水,河流依然是首选补水方式。 例如,他曾驻扎于克鲁伦河,直言此处饮水充足,可缓行。⑤

官兵饮水需求量巨大,非水车、水井所能持续提供。 而疏浚河流不但使军队获得充足的饮水补给,
亦证明了清军获取饮用水能力的提高,是清军提升找寻河湖水源能力的重要表现。

第二,探寻新型掘井方法。 过去,宋军通常于要塞内掘井汲水,⑥以保证井水安全,这种方法适

于守城,却不适于长途行军作战。 由于清军深入戈壁,传统的掘井方式在战争初期并不适用。 康熙

二十九年,马思哈领兵进入大漠,至朱尔归下营。 由于地面沙碛颇深,士兵掘井困难,“掘之四五

尺”方才有泉,⑦后觅泉者采取新办法,即以动物蹄印掘井,泉终涌出。 已掘之井,清军多于水井处

标记。 荒漠井泉在初次挖掘后,后续军队会陆续使用,风雪来临时,水井埋没雪中不易发现,“行人

于道旁累石志之”,⑧便于行军队伍快速找到饮水。 康熙帝还总结出一系列凿井寻水之法:若于戈

壁中遇到秋青、芦苇、蓼花等植物,或有“坚冰凝结之处,极力浚凿”,⑨其下必有水;对于士兵多次凿

井不得水的情况,要“预先星速檄报,如此则驾易行矣”,�I0减少时间耗费。 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已

熟知蒙古可凿井之地,如“善达”位于地洼而润处,掘地二尺即可出水;“塞尔”地处山涧小径,掘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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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即有泉水涌出。 至乾隆二十年,清军已熟练运用勘水挖井之法。 士兵可于缺水处“刈湿草于平

地烧之,视其烟之所向,其贴地而如有所濡滞者,下必有水”,①这种方法结合了理论知识与实践经

验,使清军能够快速找到凿井地。
第三,清军在寒冷季节探寻饮用水时,不再是简单地凿冰取水。 天气寒冷时,污水冰冻,方观承

认为:“浊水碱赤,凝冰亦然。 而冰下之水,因冻而澄于冰裂处。 复上溢而凝,是为冰上冰,辄变清

甘”,②河流污水经过层层冰冻,凿取时可变清澈,适宜饮用。 这一认知是基于长期凿冰取水的经验

总结,为清军提供了在寒冷季节获取安全饮水的有效方法。
(二)饮水利用与保护认知的进步

清军的取水、饮水认知也有了新的提升,这主要体现在饮用水有限情况下的行动策略与营地布

局上。 为防止因缺水致人马倒毙的情况出现,清军将领在率军行至缺水处时,特别关注水源的承载

能力,并依据实际情况将军队分散驻扎。 康熙五十四年,清廷在组建军队时,吸纳了一部分蒙古兵,
他们在蒙古札萨克的带领下行军打仗。 在征讨策妄阿拉布坦时,为降低士兵聚集带来的供水压力,
清廷要求札萨克兵于推河驻扎。 大将费扬古也与喀尔喀蒙古汗王议定,令蒙古兵于额克阿喇勒、科
卜多、乌兰古木等处有“好水草”处扎营。③ 同时,费扬古所率兵丁驻扎于察罕托辉扎卜罕河、特斯

河一带,以保证饮水供应充足。 而为了减轻环境承载压力,减少因争夺饮水引发的冲突,清政府下

令除 ２ ０００ 兵丁驻防哈密外,其余官兵自布隆吉尔、塔勒纳沁至巴里坤一带,“择好水草处分驻”,④

严禁随意聚集,避免因过度集中驻守,出现饮用水不足的局面。
清军分队行进是其在饮水认知发展上的重要体现。 在经历戈壁兵卒因缺水死亡等事件后,清

政府总结教训,要求军队行经戈壁时,不再一同前往。 这一点与宋朝依据战区水源情况部署军队有

相似之处。 雍正十年闰五月,副都统达什率兵前往巴里坤,沿途遵照“水草充足之处一同行进,戈
壁等水草稀少之处,酌情巧为编队前行”⑤之法,有效降低了清军在戈壁地带可能遭遇的饮水短缺

风险。 乾隆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副都统额勒登额自京城启程抵达肃州,因沿途水草稀缺,遂“带
向导询问沿途水草,将一千兵或分成二三队行进”,⑥刘统勋认为:口外水草并不足以支撑一千兵丁

同时行进,故建议士兵编为两队,分别由副总管委营长朱尔库和额勒登额率领。 如此,即可于三月

一日抵达巴里坤。 随着肃州至巴里坤饮用水匮乏情况愈加严重,后续军队行经此地时,均采取分队

行进的策略。 三月初九日,定西将军永常请求将肃州至巴里坤的 ２ ０００ 兵丁分为多队,因为“戈壁

广袤,多处无水草,一千兵断不能一起行进,必分站先后行进方妥”。⑦ 在北路,亦有类似情况。 乾

隆二十年四月二十六日,定北将军班第奏报称,北路各兵队已达库克乌鲁木岭,但因“山口道路狭

窄,而驻地水草稀少,若众兵于一处行进,容纳不下”,于是指挥各路军马“跟在后面行进,臣即与其

兵稍拉开间距靠近行进”。⑧ 这些情形充分表明,随着连年征战,清军在进入饮水不足地区时,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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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分队行进的策略,既减轻饮水压力,又确保了军队的顺利行军。
在井水采集与饮用方面,清军亦形成一套系统方法。 经过长期的征战实践,清军已能够精准判

断掘井地点,并要求士兵扎营时,切勿阻碍兵丁行取井水之道。 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康熙帝对议政

大臣说:凡掘井处,“须以井居中,大营并镶黄旗两营,互相犄角,则取水饮马甚易,不致争斗”,①这

显属经验之谈。
除士兵饮水认知的发展外,清军对于牲畜饮水的认知也有所进步。 如在马匹饮水方面,康熙帝

提出:“马不可辄令饮水,当略拴之,使啮草,再令饮水”,②注重保障牲畜饮水安全。 在给马匹饮用

井水时,须格外注意,若“井水咸苦”,③人可澄而饮之,但不能随意让马饮用。
清军对于保护饮水的策略,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在行军过程中,士兵们被严格要求“切禁

勿致水有污秽”。④ 为保证饮用水清洁,所挖井泉也需“著派官兵看守,无令污坏,后队兵著接递交

付”,⑤确保井水始终有专人守护,防范潜在的污染或投毒风险。
综上所述,清军多次征战西北,逐渐意识到寻找饮用水的重要性,并通过各种途径加以探索。

他们结合历朝军事供水经验,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教训,对掘井、寻湖等方法进行调整。 从康熙时

供水无法满足军队需求,再到乾隆时因饮水地过多影响军队行进,这反映了清军在饮用水供应技术

方面的日益成熟。

三、清军勘探饮用水的军事价值与影响

在统一西北进程中,清军行进地区主要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带,这些区域降雨稀少,地下水资源

匮乏。 因此,军事活动受到自然环境制约,饮用水的军事价值不言而喻。 水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

略物资,不仅用于军队补给,而且在追踪敌方踪迹、便于商旅往来及提升士气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其一,通过勘探水源可得知敌军踪迹,从而制定更加合理的作战计划与战略部署。 在平准战争

中,清军曾多次利用水源进行伏击、偷袭等战术行动,取得了显著战果。 在行军过程中,清军通常会

派遣斥候侦察前方的饮水情况,由于敌军同样需要补充饮用水,因此可于河流湖泊处探寻敌方行

迹。 康熙二十九年一征噶尔丹前,清军派士卒至“额德尔河侦探之,河之两岸俱有噶尔丹兵马行

踪”,⑥为军队追敌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费扬古遣侍卫喀瓦尔达至古尔班图尔

罕地方潜伏探敌,结果见敌“哨卒立于山上觅水,向克鲁伦视之”,⑦从而得知了敌军动态。 为快速

探测河流附近的敌军动向,雍正九年七月,副都统卓鼐上奏,请求将石堡城所设卡伦,“往外拓展至

津吉克达巴干、二道公曹河地方瞭望”,且昌玛尔河口位于山水间,“相应亦酌情远设巡哨登高瞭

望”,⑧在河流附近增设了巡哨点,以便及时发现敌军动态。 乾隆十九年九月,大臣班第在科卜多河

发现敌军踪迹,随即“率兵追捕”,⑨捕获 ２０ 余人,大获全胜。 清军通过掌握和利用河流信息,成功

获取敌军动向,并取得辉煌战果,这是其熟练掌握河流并加以利用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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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便于商旅往来。 清朝统一西北后,自直隶至新疆沿途开凿了大小数百口水井,这些井泉

为过往商旅提供了必要的饮用水补充。 同时,官方设立台站不但补充了饮水,亦吸引商民来此,促
进了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 乾隆二十二年上谕:今岁大兵途经嘉峪关外戈壁处,“凿井数处,俱得

甘泉”“即往来商贾,亦多利赖”,①表明掘井有利于供给商贾饮水。 另一方面,台站贮水处也成为商

业活动的聚集地。 除上文提及史奕昂筹办台站广招铺户一事外,雍正十二年五月,通政使司参议查

思海在勘查嘉峪关至哈密 ２１ 程台站时认为:每程皆有民人修茅草屋,出售食物,供过往之人下榻,
倘若“歹徒知易于躲藏而藏身于此,其运输车辆、结帮行走之商贾人等,逐水草于附近原野露宿后,
必趁其疲惫偷盗”,②可见这些台站商户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甚至引起了歹人的注意。 水井和台

站的储水设施为商贾的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得商队在路径选择上更倾向于台站官道,进一步

推动了清代商路与驿道的趋同。 台站的连接功能使内地与新疆的商贸往来愈加频繁,为战后和平

时期内地民众移居新疆、形成新的聚居区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在交通要道处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

商贸城镇奠定了基础。 其中供水因素十分重要,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意义重大。
其三,提振军心。 清军千里奔袭准噶尔,路远迢迢,饮水稀缺。 一旦发现水源,即视为天意垂

青,足以激励士气。 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以“夙昔水泉绝乏之地,雨灵源出”③为由,昭示亲征噶尔

丹的正当性,极大地提升士气。 即使途中遭遇无水之地,清军亦不视为惩罚。 五月,清军行至颜土

库烈图,该地“原有水洼,皆已枯竭”,士兵四处寻水,康熙帝称“今乃无水,意者,上天欲我兵直抵克

鲁伦河”,④从速剿灭敌军,反而以此激励军队继续前行。 又如西路军于喀伦外掘井,清泉涌出,太
子闻讯大喜,直言“此真属天助”,是“得上天眷命,国家佑助”。⑤ 三征噶尔丹时,清军行至河曲县,
当地本无泉涌,唯有一渠,康熙帝率军抵达后,“忽山溪之水滔滔而流”,百姓以为神助,“今圣驾来

临,山川效灵,百神助顺”,⑥既提振士气,又赢得民心。 为维持士气,清廷还营造庙宇祈求保佑。 雍

正七年,大将军岳钟琪统领西路军抵达巴里坤,一路上“所过沙碛地方,水草并无缺乏”,士兵欢腾,
以为神助。 为此,雍正帝下令“于北路、西路各建庙宇,虔诚展祀,以答神贶”。⑦ 乾隆二十一年,清
军于哈密格子烟墩的干燥沙碛地区“凿井得泉水”,解决了饮水问题,将士民众莫不欢欣鼓舞,认为

是龙王庇佑,故“宜隆崇祀之诚。 于是专员鸠工,建修龙王庙三楹,用答神庥”。⑧ 清廷通过修建庙

宇的方式,鼓舞了军队斗志,并对后人产生了激励作用。
其四,清军常于河流驻扎处就近屯田。 康熙六十一年,靖逆将军富宁安奏报朝廷,古瓜州、沙

州、敦煌等地曾屯兵耕种,今旧址仍在,且有河水流经,提议于上述地区“屯田,驻绿旗兵三四千,设
总兵官一人统之”。⑨ 此举不仅能够有效保障士兵的粮食供给,还有助于推动当地农业经济发展。
清军在当地积极寻找水源并开展屯垦活动,为推动边疆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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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清前期西北统一战争历经康雍乾三朝,在此期间,饮用水供应成为清军战略谋划与实施的关键

因素。 自康熙朝始,清军在战略部署中始终关注饮水获取途径。 三征噶尔丹后,清军已能够通过汲

取水流、勘凿水井、携带水袋与设立台站等方式,确保饮水稳定供给。 至乾隆朝,清军已熟练掌握满

足饮水需求的各项策略,甚至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 究其原因,是清政府逐渐加深对西北地域、河
流、军事等方面的认识,并在作战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原有政策,从而确保清军在西北征途中获得稳

定的供水保障。
随着战争局势的演变,清军对供水问题的认知亦逐步深化。 在寻水方面,清军从战争初期盲目

寻找水源,发展出聘用向导、利用动植物踪迹等探寻饮水的有效方法。 为确保饮用水的安全与稳定

供应,清军开创多种举措,如保护水免遭污染、官兵交错驻扎以减少人员取水冲突,以及采用分队前

行的方式,减轻河湖、水井的承载压力,最终确保及时有效地补充饮水。 在这一过程中,清军也精心

制定了针对战马饮水的解决方案,降低了因缺水导致的马匹倒毙风险。 这些举措不仅展现了清军

严谨、稳重的战术思维,也体现其在战争中合理管理与利用水资源。
在深入了解西北饮水分布与采集方法后,清军利用相关信息,及时掌握敌方动态,并制定出更

加精准的战术策略。 军队留下的凿井,成为战后商旅往来的重要补水点。 台站逐渐发展成小型市

镇,对于恢复和发展西北社会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军通过寻找和利用饮用水,不仅鼓舞了

士气,也为后续的土地开垦和屯田活动提供了坚实保障,为发展边疆和维护统一做出重要贡献。
从军事角度而言,清准双方在河源处开展军事行动时,围绕饮水展开的争夺屡见不鲜。 不过,

相较于准部依赖“逐水草而行”的行军部署方式,清军采取台站蓄水、勘掘水井、携带饮水等多种补

水手段,实现了高效、稳定的饮水补给,为完成更高层次的军事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种策略展

示出清军在战术层面上的优势,显著增强了清军持续作战能力,为统一西北行动提供了战略支撑,
这是清军考虑供水时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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